
学（后改为中书学）在后来继续

发展，并为北魏王朝培养了不少

统治人才。

汉 族士人在政治作用上最

突出的表现，在于当时的

政权建设亦即典章制度的制定

方面。 395 年十一月北魏取得参

合陂之战的胜利，拓跋珪“于俘

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 贾闺

（润）、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

实”。 次年（皇始元年）七月，“左
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

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九月占领

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

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

已下悉用文人”。 这里可注意者

有四：一是，在不到一年时间里，
北魏前后两次对后燕的战争大

获全胜，俘虏了不少后燕的文职

官吏，他们为北魏带来了后燕的

政治制度，396 年“初建台省，置
百官”显然与前一年贾彝等人的

“宪章故实”有关。而此前在北魏

的汉人如燕凤、许谦虽也曾被前

秦迁徙长安，但毕竟未在中原朝

廷任职， 并不了解中原制度，很
难提出具体方案。 二是，北魏占

领后燕并州后，并州的官府文书

也为其据有，为北魏政治制度尤

其是地方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

要的参考资料。 三是，当地大量

的汉族士人归附拓跋鲜卑，需要

一定的职务来笼络他们，北魏统

治者不可能给他们授予军职，以
之担任文秘之职是比较理想的

途径。 四是，将来占据华北平原

地区以后， 必须改变统治方式，
用武力征服或部落统治农耕地

区都是行不通的，只能按照中原

已有的管理方式进行统治。统治

事务的增多，也促使北魏政权要

建立相应的文官制度。
随着统治区域的广泛扩展

和统治阶层成员的急剧增加，原
有的部落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形

势的需要，对于大量归降的汉族

士人而言，部落体制也是无法接

纳的。皇始元年九月的创制在北

魏政治制度演进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首先是从无到有确立

起中央以曹省（尚书省）为核心、
地方以刺史太守为核心的各级

官僚制度，同时也确立了五等爵

制度。这次制度创设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北魏以后的所有制度变

革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此外， 平定并州进入华北平原

后，拓跋政权不仅初步建立起一

套模仿中原制度的文官制度，武
官制度也逐渐确立起来，此后各

种名号的将军开始陆续出现。
在 396、397 年南征后燕统

治中心中山等地的过程中，又有

大量的后燕官吏投降和归附北

魏， 其中不少人出身于河北士

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熟谙

经史及中原制度。拓跋珪除了向

他们了解汉族传统文化外，还询

问“慕容旧事”，自然也包括后燕

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攻占后

燕首都中山以后，“获其所传皇

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

数万”。 后燕朝廷的文书图籍被

北魏所占有，为北魏政治制度的

创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占领河北

并安排好中山、邺城及勃海合口

等新平定地区的镇守事宜之后，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便返回京师

平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创设和

改革制度的重要措施。
398 年四月初一 （5.2），以

“征虏将军历阳公穆崇为太尉，
安南将军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
帝祀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六

月十六 （7.15），“诏有司议定国

号”。 时群臣皆认为 “应以代为

号”， 而崔宏则引经据典，“以为

宜号为魏”， 其说为道武帝所接

受，并下诏申述其统治中原的志

向。 “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

室，建宗庙，立社稷”，随即开始

确立具有帝国规模的相应的典

章制度。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2.17） 下诏制定典章制度，十
二月初二日（399.1.24）即制定完

成并正式颁布实施。次年八月二

十八日（３９９.１０.１３）“诏礼官备撰

众仪，著于新令”。从后燕归降的

清河人崔宏被道武帝任命为吏

部尚书，担任这次制度建设的总

设计师，“命有司制官爵， 撰朝

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

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其他来

自后燕的具有文化学识且明解

典章制度的官吏参与了制度的

具体制定：尚书吏部郎邓渊“明

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

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

文记诏策，多渊所为”。仪曹郎董

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
而其父曾“以硕学播名辽海”。法

律的制定者为尚书三公郎王德，
命其 “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
定科令， 大崇简易”（《魏书》卷

111《刑罚志》）。 “家世史官”的晁

崇，“善天文术数， 知名于时”，
“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

月星辰”。
《魏书·礼志一》记载：“天兴

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

兆告祭天地。 祝曰……事毕，诏
有司定行次，正服色。 群臣奏以

国家继黄帝之后， 宜为土德，故
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
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
服尚黄，牺牲用白。 祀天之礼用

周典， 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
帜有加焉。 ”拓跋鲜卑以黄帝为

始祖表明其要统治中原的政治

意向，这与其采用中原政治制度

是一致的。 这样，以五德始终说

和三统说为原则，以中原（主要

是慕容后燕）制度为蓝本，由降

魏的后燕官吏为主体的汉族士

人所制定的北魏王朝政治体制

得以正式确立。尽管天兴创制仍

较初级，并且以后时有鲜卑部落

遗制或大或小地影响于北魏王

朝的政治制度，但君主专制体制

的基本原则却不曾动摇，对于北

魏王朝的统治发生了深远影响。
这次制度的制定实施在北魏政

权建设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

义。北魏中期孝文帝改革政治制

度，其基本立足点仍然主要是天

兴旧制，只是在已有局部变化的

基础上，进一步用南朝制度对之

加以改造和完善，天兴创制所奠

定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原则始终

未变。
与鲜卑贵族主要从事军事

征伐不同，北魏初年的政权建设

主要是由汉族士人承担的，或者

说是在道武帝拓跋珪为首的鲜

卑军事贵族集团的命令之下由

汉族士人具体规划制定的。汉族

士人在北魏初年政治地位较低，
他们一般无权参与国家的政治

决策特别是关系北魏王朝命运

的军事决策和战争指挥，但对北

魏国家政权建设贡献良多。没有

汉族士人的参与，北魏初年政治

制度的创立不大可能，而按照中

原传统制度改造鲜卑旧制，更非

汉族士人莫属。北魏初年汉族士

人对政权建设的筚路蓝缕之功，
为后来北魏政治制度的发展、改
革奠定了基础。当然在对天兴创

制给予崇高评价的同时，也必须

看到崔宏等人仅用不到四十天

时间制定的北魏官爵等制度无

疑还相当粗糙，大概主要是对他

们所熟知的后燕制度的翻版。北

魏初年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问题，因史料有限，其细

节难以完全明晰。 总的来看，北
魏初年制度是随着北魏统治特

别是道武帝及其以后数代君主

确立和加强皇帝权力的需要而

逐渐完善和调整的，是一个较长

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汉 族士人对北魏政治的作

用在其他方面还有所表

现。 张恂先后任广平太守、常山

太守，或“招集离散，劝课农桑”，
或“开建学校，优显儒士”，为吏

民所歌咏。在当时的北魏地方官

中，他是最清廉的一个，史称“惟
恂当官清白，仁恕临下，百姓亲

爱之。 其治为当时第一。 太祖闻

而嘉叹”。 张恂对地方的治理具

有典型性，对于维护和巩固北魏

王朝在新平定的中原汉地的统

治具有垂范意义。
《魏书·官氏志》称道武帝在

制定官号时“多不依周汉旧名”，
体现了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

“法古纯质”的倾向，这究竟是道

武帝为政的实质还是表象？关键

的问题是，“拓跋之古”即拓跋旧

法、古制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
拓跋鲜卑的旧制就是部落大人

制度。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在南

迁匈奴故地 （阴山河套地区）而
与中原文明接触之前，拓跋鲜卑

并无足以构成国家政权组织形

式的任何政治制度，也就无所谓

拓跋旧法、古制可言。 在与中原

文明接触以后，拓跋鲜卑部族才

逐渐产生了一些可称为法、制的

因素， 永嘉之乱以后受封于西

晋，始具国家雏型，才有了初步

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拓跋珪建立

北魏之初的十年间，致力于对大

漠南北各部族的征伐，政权建设

未能提上议事日程，而在参合陂

大捷以及平定中山俘虏大量后

燕降臣以后， 政权建设突飞猛

进，而且从以上所述显示，道武

帝按照中原政权（后燕）政治制

度建立起北魏的国家制度，尽管

期间官名改易频繁，但中央以台

省和内侍制度为主体、地方以州

郡制度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完全

确立起来了。 就礼乐制度而言，
拓跋鲜卑传统的特色比较明显，
但其主体仍然是中原王朝传统

的制度。因此，可以确切地说，道
武帝所法之古只是拓跋鲜卑传

统中的“纯质”即自然、纯朴的特

色，并非原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旧

法、古制。 不管是“凫鸭”还是“白
鹭”， 皆非拓跋鲜卑传统中有其

官名， 而是拓跋珪自己的创造，
实质的方面还是其各自的职能。

道武帝拓跋珪在天兴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４０１.１.１９）和二十

日接连颁布了两条诏书（见《魏

书》卷 2《太祖纪》），比较系统地

阐述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关涉他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思想

方面的基本主张，以及对统治集

团成员的要求。十九日（乙未）诏
书以替汉高祖辩护开头，说明皇

权之受命于天，乃是“大运所钟，
不可以非望求”。 实际上意在说

明道武帝本人的皇权也是如此

崇高，乃神圣不可侵犯，“狂狡之

徒”若想觊觎皇位，只能落得“身
死名颓，殃及九族”的下场。能够

成就“帝王之业”者，乃是“继圣

载德，天人合会”的结果，而非徒

有虚名。 “不义而求非望者”，即
觊觎皇位者只能自取其辱，身败

名裂。诏书显然是要警告包括宗

室在内的统治集团成员，希望他

们不要做威胁皇权甚至觊觎、窃
夺皇位的蠢事。道武帝向整个统

治集团提出了要求：“推废兴之

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

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

僭肆， 思多福于止足”！ 惟有如

此，天下才能达到大治，官贵才

能永保荣禄。
二十日（丙申）诏书系统阐

述了上古以来的治乱兴替，特别

是官制演变与时代风尚。诏书对

上古以来历代统治的得失做了

极为概括的评述，认为：“尚德下

名”或曰“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

末”，亦即重道德而轻名利，是达

到天下大治的前提和保障；“下

凌上替 ”，“贵尚名位 ”，“昧利 ”
“忘义”，则会引起天下大乱。 所

谓道德，就是“忠义之道”，“廉耻

之节”，“退让之风”。 诏书显然是

针对统治阶层成员而发的，对皇

帝以下的各级官僚贵族提出具

体要求，要求他们务必维护新确

立的君主专制政体，忠于道武帝

的统治，而不能计较个人、部族、
家族的名利得失。 “官无常名，而
任有定分”， 言外之意是要统治

阶层成员不要过于看重所任官

职的名称如何，而应该多关注其

具体职责，根据职责而行事。 北

魏尽管没有完备的台辅制度，但
还是能够做到“委任责成”。北魏

当时不像中原王朝一样拥有完

备的官僚制度，道武帝希望统治

阶层成员不要只从表面上看虚

名，而是要看制度的实质，以道

义（德）为重，维护皇权的威严。
史称 “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
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

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

灾应变。 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

腹非”，这就是此诏颁布的背景。
拓跋珪迷信天象而屡改官号，主
要是害怕臣下掌握太大权力而

威胁其权位，实际上是想通过官

号改易来提高皇帝的权力和威

严，但又怕臣下特别是由部落大

人转化而来的官僚贵族对削弱

权位产生不满情绪，故有此诏的

颁布。从道武帝对和跋、奚牧、庾
岳、 李栗等开国元勋的诛杀，便
可深切地感受到他在树立君威

时的不择手段。
两条诏书无疑是由汉族士

人起草的，可能性最大的是尚书

吏部郎邓渊，史谓“及军国文记

诏策，多渊所为”。 邓渊“博览经

书”，“明解制度， 多识旧事”，又
参与了前此一系列典章制度的

制定，自然是撰写这两条诏书的

合适人选。熟知经史的吏部尚书

崔宏也应该与此诏的制定有密

切关系。此诏虽为汉族士人所起

草，但无疑得到了道武帝拓跋珪

的认可，表明汉族士人讲解经史

对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可忽视的

重要影响，使得他能够比较容易

地接受此诏所提出的历史观。
作为开国皇帝的北魏道武

帝，其颁布的这两条诏书既是针

对当时整个统治集团成员而言，
也是对后世包括皇帝在内的整

个统治集团提出要求：乙未诏谓

“凡厥来世， 勖哉戒之， 可不慎

欤！ ”第二天颁布的丙申诏同样

也是如此，他希望“来者诚思成

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

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 ”
“天文错乱” 所显示的 “改王易

政” 可能令拓跋珪内心颇为恐

慌，这两条诏书在向统治集团成

员提出要求和警告的同时，也可

看作是他作为开国皇帝向后世

统治者颁布的政治遗嘱。
[本文据作者所著《北魏政

治史 》 二 （甘肃教育出版社 ，
2008）第六章修改而成，引用文

献主要出自《魏书·太祖纪》及各

本传，一般不予标注]（作者为首

都师范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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